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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公众心理问题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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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公众心理问题特点及相关因素,为公众新冠肺炎科学心理防疫提供大数据支持。采

用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状态焦虑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阿森斯失眠量表,于2020年2月

17日至2020年3月10日疫情期对全国53427人进行调查,使用SPSS24.0对调查数据进行单因素ANOVA
的等统计学分析。公众心理问题发生率最高是焦虑,依次为焦虑(97.75%)、抑郁(97.48%)、失眠(69.25%)、

创伤后应激障碍(4.75%)、自杀意念(0.00%)。焦虑、抑郁、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高,并

在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自杀意念和失眠

状况等心理问题量表得分高,在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新冠疫情期间

公众心理问题发生率高、程度严重,存在人口学变量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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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9年12月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简称COVID-19)疫情,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1],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2-3],对公众的身

体和心理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

防控期间的心理疏导工作,强调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有的研究采用主观

感受调查表,发现了公众恐慌、恐惧情绪问题严重[4]。有的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心理健康量表研

究,发现公众心理应激反应强烈、心理问题多[5],这些研究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心理服务工作提

供了依据。我们采用国际通用的5个心理问题量表,抽取全国53427人大样本进行心理测评,对
公众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和程度进行人口学特点分析,为公众新冠肺炎科学心理防疫提供大数据支

持,为建立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心理问题的数据库提供一个数据集。

二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20年2月17日-2020年3月10日期间,采用重庆浩歌科技有限公司专为这次心理测评设

计的系统,基于微信、公众平台、朋友圈,被邀请者在线填写调查问卷(每个IP地址端只能填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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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或扫描身心健康测评二维码完成网络问卷填写。纳入标准:①年龄18~79岁;②能正确阅读或

语言交流,能使用电脑、手机完成网络填写;③本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不能正确阅读,不能使

用电脑、手机完成网络填写;②拒绝参加本研究者。
共收回问卷60207份,剔除数据缺失、信息不完整或极端数据等6780份问卷,共有有效问卷

53427份,有效率88.74%。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人口学分布情况

人口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人口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9706 55.60% 学历 小学 3303 6.18%
女 23721 44.40% 中学 16262 30.44%

职业 农民 3291 6.16% 专科 22418 41.96%
军人 4288 8.03% 本科 9200 17.22%

医务人员 7407 13.86% 硕士及以上 2244 4.20%
事业单位人员 9571 17.91% 年龄 18~25岁 17012 31.84%
企业工作人员 21457 40.16% 26~35岁 13332 24.95%
自由职业人员 7413 13.88% 36~45岁 10423 19.51%

婚姻状况 未婚 11829 22.14% 46~55岁 8233 15.41%
已婚 32778 61.35% 56岁以上 4427 8.29%
离婚 8820 16.51%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职业、年龄、婚姻状况、学历等。
(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6]。它含20个项目,分为4级评分,主要

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量表得分在53分以下表示无抑郁症状,54~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

中度抑郁,73分以上为重度抑郁。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量表的α系数为0.910。
(3)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7]。它包含20个项目,分为4级评分,主要

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量表得分在40分以下表示无焦虑症状,40~46分为轻度焦虑,47~54分为

中度焦虑,54分以上为重度焦虑。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状况越严重,量表的α系数为0.913。
(4)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sinsomniascale,AIS)。它是1985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

院教授DanSedmark[8]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失眠症诊断标准制订的失眠严重程

度评估量表。用于测定1个月内的睡眠质量及失眠情况,共8个条目,每条按从无到严重分为0~3
四个等级,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的评价失眠的标准量表。量表的总分为0~24分,得分在4分以下为

无失眠状况,4~6分为可疑失眠,7~12分为轻度失眠,13~18分为中度失眠,18分以上为重度失

眠。分数越高,表示睡眠状况越差,量表的α系数为0.900。
(5)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PCL-C)。该量表是专为评价普通人在平时生活(相对战争而言)中

遭遇创伤后的体验而设计的[9]。量表总分为17~85分,得分在51分以下表示无创伤后应激障碍,

51~61分为轻度,62~73分为中度,73分以上为重度。分数越高,表示创伤后应激障碍越严重。
(6)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10]。它包括绝望、乐观、睡眠、掩饰等四个因子。自杀意念总分

则由绝望因子分、乐观因子分和睡眠因子分相加。总分≥12为有自杀意念,<12为无自杀意念。
自杀意念分值越高,表现为绝望程度越高、越不乐观、睡眠有障碍等心理特点,量表的α系数为

0.790。

2.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首先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收集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适应性检查,即采用

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未进行因子旋转时检查析出的第一公因子方差解释率[11-12]。结果发现,第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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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提取载荷平方差解释率为27.35%,即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然后,通过SPSS24.0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和描述性检验。最后,对方差分析的结果进行了事后分析

(Hoc-PostAnalysis),并对对应p值进行全族多重比较矫正(family-wiseerrorcorrection,FWEC)。

界定值为x=0.05(双侧),结果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 果

(一)疫情期公众不同类型心理问题发生率分析

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公众不同心理问题发生率最突出的是焦虑、抑郁情绪,最低是自杀意

念,依次为焦虑(97.75%)、抑郁(97.48%)、失眠(69.25%)、创伤后应激障碍(4.75%)、自杀意念

(0.00%)。进一步分析发现,公众中度焦虑占46.11%,重度焦虑高达20.79%;轻度抑郁的公众占

52.4%,中度抑郁达到39.84%,重度抑郁也有5.25%;公众在COVID-19疫情期间中的失眠情况也

较为严重,其中,64.56%的公众出现了轻度失眠,4.69%出现了中度失眠;同时,也有4.75%的公众

出现了轻度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公众自杀意念发生率为0.00%,详见表2。
表2 疫情期公众不同心理问题发生率及其构成百分比

焦虑 抑郁 失眠 创伤后应激障碍 自杀意念

无症状
1204
(2.25%)

1348
(2.52%)

16429
(30.75%)

50891
(95.25%)

53427
(100.00%)

阳性率
52223
(97.75%)

52079
(97.48%)

36998
(69.25%)

2536
(4.75%)

0
(0.00%)

轻度症状
16480
(30.85%)

27997
(52.4%)

34493
(64.56%)

2536
(4.75%)

0
(0.00%)

中度症状
24633
(46.11%)

21279
(39.84%)

2504
(4.69%)

0
(0.00%)

0
(0.00%)

重度症状
11110
(20.79%)

2803
(5.24%)

1
(0.00%)

0
(0.00%)

0
(0.00%)

  (二)疫情期不同类型心理问题轻、中、重度发生率人口学特点分析

为避免样本分层可能导致的有偏统计,本研究对疫情期间公众心理问题发生的人口统计学特

征比率进行了校正,结果发现,焦虑、抑郁、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在性别、年

龄、学历、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见图1)。从性别来看,男性在焦虑、抑郁、失眠

上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女性,尤其在重度焦虑上,男性比女性高出8.59%,女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的发生率高于男性。从年龄来看,不同年龄在焦虑、抑郁和失眠症状上的发生率没有明显差异,但

56岁以上的公众中、重度焦虑发生率为20.26%,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26~35岁年龄段公众在重

度焦虑、重度抑郁上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创伤后应激障碍主要集中在45岁以上年人

群。从学历来看,小学、本科学历人群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分别为65.66%、30.53%)、重度焦虑(分

别为5.75%、7.05%)上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学历水平;中学、专科学历在重度抑郁上发生率较高

(分别为1.24%、1.67%);中学、本科学历人群中度失眠发生率高,小学、硕士以上轻度失眠发生率

高。从职业来看,企业单位、医务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高(分别为78.61%、20.31%);农民重

度焦虑发生率最高达10.36%,事业单位人员焦虑状况主要体现在中度焦虑;医务、事业单位人员重

度抑郁症状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人群;军人在中度失眠发生率最高。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人

群在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焦虑、重度抑郁上发生率高于未婚和离婚人群(分别为67.82%、8.26%、

2.82%);离婚人群在轻度失眠上的发生率最高,未婚人群中度失眠发生率高,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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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疫情期不同类型心理问题轻、中、重度发生率人口学特点分析

(三)疫情期不同类型心理问题程度得分人口学特点分析

从表3可知,疫情期公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自杀意念和失眠状况等心理问题程

度,在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从性别来看,男性在创伤后应

激障碍、焦虑、自杀意念和失眠水平上得分均显著高于女性,而女性在抑郁水平上高于男性。从学

历来看,小学学历和本科学历的公众表现出相对更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焦虑水平,本科学历背景

的公众抑郁水平最高,中学学历相对于其他学历水平的公众具有更低的失眠症状,小学学历和本科

学历的公众表现出相对更高的自杀意念。从年龄来看,呈现“U型”分布,提示26~35岁和36~45
岁成年期群体的应激水平较低,56岁组的公众焦虑水平较高,26~35岁的公众抑郁水平最高,18~
25岁组公众失眠水平最高,46~55岁组的公众自杀意念水平相比其他年龄组更高。从职业来看,
军人和企业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显著高于其他职业;同时,企业人员的焦虑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职

业,自杀意念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事业单位人员的抑郁水平相比较高;军人和自由职业的失眠

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公众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和抑郁水平上显著

高于其他婚姻状态的,但已婚公众具有相对未婚人群具有更低的失眠症状,已婚及离婚公众具有相

对更高的自杀意念水平。见表3。
表3 疫情期不同类型心理问题的人口学特点分析

PCL-C SAS SDS SIOSS AIS

性别 男 41.582±5.071 50.946±6.159 61.863±5.274 4.748±1.916 6.389±4.095
女 41.045±5.442 48.449±6.231 62.412±5.839 4.619±2.105 4.677±2.317
t 11.773*** 46.313*** -11.406*** 7.361*** 57.465***

Cohend 0.101 0.400 -0.098 0.063 0.497
学历 小学 43.273±8.348 49.989±6.023 62.377±5.807 5.147±2.095 6.23±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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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L-C SAS SDS SIOSS AIS

中学 41.282±4.56 47.577±6.568 61.551±5.787 4.959±1.746 5.04±3.993
专科 40.459±4.678 50.857±5.509 61.905±5.471 4.23±1.813 5.681±2.936
本科 43.069±5.803 52.139±6.298 63.58±5.158 5.434±2.343 6.159±4.411

硕士及以上 40.707±4.405 46.37±6.028 61.708±4.271 3.633±2.306 6.316±2.077
F 550.157*** 1249.044*** 219.577*** 948.827*** 215.515***

Cohend 0.101 0.152 0.064 0.133 0.06
年龄 18-25岁 42.155±3.968 49.285±5.805 62.872±5.479 5.054±2.062 6.416±3.971

26-35岁 39.708±3.754 51.128±7.967 63.63±6.368 3.95±1.334 5.218±2.588
36-45岁 39.8±4.772 48.795±5.839 60.425±3.426 4.224±1.817 5.899±4.042
46-55岁 42.459±6.882 49.048±4.683 60.558±5.463 5.927±2.296 4.914±3.107
56岁以上 44.707±7.594 51.997±4.989 61.418±5.37 4.325±1.867 4.53±2.755

F 1317.857*** 417.116*** 796.343*** 1764.344*** 1317.857***

Cohend 0.157 0.088 0.122 0.181 0.157
职业 农民 41.315±4.105 54.077±5.642 61.884±6.222 4.23±2.147 4.611±2.938

军人 43.963±5.478 52.149±5.357 60.258±3.298 4.408±1.627 9.037±4.682
医务人员 41.625±4.058 51.36±6.673 62.063±5.139 4.131±1.792 6.988±3.108

事业单位人员 39.189±4.082 50.171±5.015 63.986±7.107 4.299±2.281 4.557±2.829
企业工作人员 42.634±6.059 48.306±6.95 61.919±5.457 5.113±1.944 4.378±2.384
自由职业人员 38.605±2.627 49.099±4.358 61.437±3.57 4.901±1.808 7.756±4.131

F 1357.848*** 836.758*** 355.158*** 467.69*** 2985.16***

Cohend 0.159 0.125 0.081 0.093 0.214
婚姻状况 未婚 41.351±5.588 48.689±4.881 61.978±4.273 3.727±1.536 5.847±3.884

已婚 41.637±5.442 50.317±6.908 62.203±6.159 4.964±2.159 5.322±3.64
离婚 40.241±3.638 49.595±5.434 61.922±4.506 4.966±1.489 6.476±2.167
F 248.613*** 299.819*** 12.984*** 1882.403*** 407.59***

Cohend 0.068 0.074 0.015 0.187 0.087

  ***p<0.001

四、讨 论

本研究于我国COVID-19疫情爆发中期(2020年2月17日至3月10日)利用实时网络在线调

查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公众疫情期间的心理问题进行了一次大样本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
此次疫情期间公众主要出现了显著的情绪障碍,焦虑、抑郁、失眠等问题突出,发生率高、程度严重,
存在显著 的 性 别、年 龄、学 历 和 婚 姻 状 况 差 异。其 阳 性 发 生 率 依 次 为 焦 虑(97.75%)、抑 郁

(97.48%)、失眠(69.25%),表明疫情对于我国公众产生的情绪影响较大。同时,创伤后应激障碍已

经开始出现,阳性检出率达到4.75%,并主要集中于轻度症状上,而在自杀意念水平上未发现异常。
这一结果得到了已有研究的广泛支持,认为COVID-19疫情的爆发导致了中国公众消极情绪及不

适症状(如焦虑、抑郁及失眠)和对社会风险评估的敏感性的增加,公众积极情绪和主观生活幸福感

的下降,心理问题多[5,13]。
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女性,男性在焦虑、抑郁和失眠症状的阳性率较高,而女性相对男性产生

了更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行为免疫系统理论提出,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个体为了进行自我评

估,将会通过产生消极情绪及进行消极认知评估来进行自我保护,而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被发现在

公共突发事件中保持了相对中等程度的情绪唤醒和合理的风险感知[2,14]。因此,女性出现相对更

少的情绪障碍可能是得益于其合理的行为免疫反应,对新冠肺炎病毒传播和防护的不确定具有更

理性的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在COVID-19疫情中,男性通过负性情绪产生及负性认知评估作为应

对方式保护自身,因而导致更难以从负性情绪中恢复,产生更多的情绪心理问题。已有研究证实,
女性相对男性在应激暴露环境中承受了更高水平的压力[15-16],在负性情绪卷入中心理韧性较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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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韧性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并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17-18]。因此,在本次COVID-
19疫情中,女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较高。成年中后期的公众相比青年公众产生了更多的心理

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及焦虑症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成年中后期公众相

对卷入更高的死亡感知与死亡压力。已有研究显示,受到COVID-19的影响,在宣布疫情后,与死

亡和宗教相关的信息出现频率显著增加,而成年中后期的公众更倾向于采用宗教仪式和行为应对

死亡压力[19]。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年龄具有偏二次曲线相关(curvilinear
relation)提示,中年及晚年成人相比在创伤性事件中将产生更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应激焦虑

反应[20-21]。
本研究还发现,小学学历公众在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焦虑上的发生率高;中学、专科学历在重

度抑郁上发生率高;本科以上学历公众失眠发生率高,表现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更高水平的焦

虑、抑郁和更显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这一结果得到了已有研究的支持,Wang等人(2020)在
疫情早期的调查中报告了教育状态与抑郁等情绪障碍间的显著正相关(B=1.81,95%CI:0.46~3,

16)。因此,本研究结果提示,因疫情产生的心理障碍和症状对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具有更高的

易感性[22]。与之类似,企业人员、医护人员、军人更多的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农民则出现了

更多的焦虑情绪。疫情爆发导致的短期知识信息差距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相比受教

育水平更低的农民,企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更高,获取了更为实时的信息,因而对疫情发展、危害的评

估易感,会产生更多的情绪唤醒而导致更多的失眠现象、创伤后应激障碍;反之亦然,受教育水平更

低的农民由于受到不对称的信息差影响,对于疫情发展具有更负性的恐惧情绪反应,因而导致更多

的情绪问题[5]。一项针对一线医护人员的调查发现,暴露在病毒中的医护人员存在显著的抑郁、焦
虑和失眠(OR=2.29;95%CI:1.92~4.60)症状,并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核心症状,如创伤

事件回避、创伤回忆侵入等[13]。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疫情危害和救治风险都相比其他

职业公众具有更高的镜像感知,因而产生更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失眠障碍。
本研究发现已婚人员出现了相对更多、更严重的心理问题。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个体受到创伤

性威胁时,通常会过度关注自身健康及放大风险感知[22]。已有研究结果发现,COVID-19疫情导致

了个体更多的关注自我健康及增强了对家庭成员的社会支持[5]。而同时行为免疫系统理论提出,
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使得个体产生了更负性的认知加工。因此,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响,已婚人

员在居家隔离期间可能会过度知觉威胁信息或关注自身而导致更多的家庭矛盾出现,他(她)们给

予更负性的评价而对负性评价的敏感性又显著增高,使得负性情绪卷入更多,导致更多、严重的情

绪心理问题[23]。
依据调研结果,我们建议在COVID-19疫情期间我国公众的心理健康干预有4个方面:(1)有

关卫生部门在统筹心理服务工作及干预时,应更多地侧重和集中在焦虑、抑郁等情绪症状;(2)已婚

人员、企业人员、医护人员、军人和具有良好教育水平的成年中后期男性,对疫情较为敏感,是心理

问题易感和高危人群,需要进行早期心理干预和重点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3)心理问题在疫情中

的人口统计学特点可能同时受到疫情进程的影响,在心理干预过程中要注意动态监测;(4)相关部

门应做好舆论监控,提供准确、及时的疫情信息,消除信息差,避免因谣言导致的公众过度负性加工

而产生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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